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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周金文记时语词及大事系“年”的史学意义

王 晖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７１００６２）

　　［摘要］以《孟子·离娄下》“《诗》亡然后《春秋》作”及今天所见所有出土文字资料情况来看，
在春秋之前还未产生由史官记载下来的《春秋》类编年体史书，但是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即年
月日时间与国家大事记在西周时期金文中已经出现了。西周金文资料中所记述事件的开头往往
有年、月、月相、干支日，用来表明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常常记载相当于后世“起居注”形式的时王
活动以及国家大事；还常有大事系“年”的现象，表明这一时期已具有选择一件大事作为某年标志
的历史意识。这一现象的出现，标志着西周时的人们要在漫长历史岁月中记住那些发生了历史
大事及其相应年岁的历史观念，而这种历史大事和相应的年岁正是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由
此可见《春秋》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在西周时已经基本酝酿成熟了，但西周还未出现有体系的
史书。我国重视历史事件时间要素的现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关键词］《春秋》；西周金文；编年体史书；大事系年

　　［中图分类号］Ｋ０９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０２０９（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２２－１１

　　历史，不仅仅是记述事件，还要有年代月日等
时间因素。作为史学题材的书籍，第一要素就是要
求所记述的历史事件有确切时间语词。从这个意
义上说，我国最早的由史官记载下来的正式史书只
能是《春秋》。章太炎曾说：“余讲《春秋》历四十年，
尝谓《春秋》者，司马迁、班固以前惟一之史也。《春
秋》未作，世无正式之史。”①此说诚是。人们常希
望在地下能挖掘出一部春秋之前的史书来，以解决
先秦史的年代学问题，但这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
事。尽管春秋时期各国皆有《春秋》一类的史书，就
《墨子·明鬼下》所见就有“周之《春秋》”、“燕之《春
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但在春秋
之前还不大可能有《春秋》这种史书体裁。《孟子·
离娄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
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
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

义则丘窃取之矣。”依后几句来看，《春秋》类编年体
史书的特点是把史文、史事与史义融为一体②；而
从前几句看，是说在春秋时代用《春秋》这种体裁记
述本国历史大事之前，各国盛行的只有《诗经》这类
文学体裁形式。依据孟子所说“《诗》亡然后《春秋》
作”的说法，结合古文献及今天所见所有出土文字
数据情况来看，在春秋之前还没有产生由史官记载
下来的《春秋》类编年体史书。
不过，从《尚书》和商周金文资料看，在商末和

西周时期，虽然还未见正式史书———即专门记述历
史的篇章或书籍，但是记述事件中用某王年月日来
确定时间坐标的现象已经出现了，而且在传世的西
周中晚期文献和金文资料中达到了鼎盛。同时，从
西周早期金文和古文献中就已经出现了用大事系

“年”的方式来标记特殊的年份。这种现象是很有历
史意义的，只要把某君王的年月时日和当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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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像鲁国《春秋》那样的专
门史书。因为《春秋》类史书的特点就是年、季、月、
日的记时语词加上当时发生的重要事件。
这就告诉我们，西周时期金文和古文献中出现

的年月时日的记载和大事系年的现象，其历史意义
和价值很值得重视：尽管西周时期可能还没有像《春
秋》那样的史书，但这种编年体类史记的记述方式及
其两大要素在西周时已经酝酿成熟了。

一、商末西周甲金文中记时语词
盛行的史学意义

商末至西周时期金文中记事系“年”有两种情况：一是
系周王之年月及其时日；二是大事系“年”的现象。前
者学术界关注者比较多，只是对其盛行时代未加考
察。商周甲金文中记载年、月、月相、干支日的现象，
在西周特别是中晚期金文中达到鼎盛状态，不过记载
干支、祀季、年、月则从晚商就已经出现了。

１．商代末年占卜记事系商王月、祀季、年的甲
骨金文

商代甲骨文一般是句首记载干支，在句末记载
月份。例如：《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集》）６
片：“甲戌卜，宾贞：翌乙亥侑于祖乙，用。五月。”
《合集》２２７４１片：“癸酉卜，出贞：侑于唐，惟翌乙亥
酒。六月。”这两片中头一片是武丁时期，第二片是
祖庚祖甲时期。而到商末，甲骨文与青铜器铭文都
出现了纪年的现象。

“……用。十祀。”（《合集》２９７１４）
“甲午王卜贞：乍（作）余酒朕禾酉，余

步从侯喜正（征）人方。……告于大邑商，
亡 （害）在猷？王占曰：吉。在九月，遘
上甲 ，唯十祀。”（《合集》３６４８２）

“甲午王卜，在 （次）贞，今日步于
，亡灾？〔在〕十月二，唯十祀彡。”（《合
集》４１７５７）

“□□〔王卜贞〕，其正（征）盂方，叀
（惟）今……受又（佑），不蒙灾？亡……
〔王〕占曰：吉。在十月，王九〔祀〕。”（《合
集》３６５１７）

“……于倞录，获白兕， 于……在九
月，唯王十祀彡日，王来正盂方白（伯）
〔炎〕。”（《合集》３７３９８）
小臣邑斝：“……唯王六祀，彡（肜）

日，在四月”（《集成》①９２４９）
亚鱼鼎：“壬申……在六月，唯王七祀

翌日”（《近出》②３３９）
嶲卣：“丁巳……在九月，唯王九祀

日”（《集成》５３９７）
康方彝：“己酉……才（在）九月，唯王

十祀， 日”（《集成》９８９４）
二祀 其卣：“丙辰……唯王二祀”

（《集成》５４１２）
四祀 其卣：“……在四月，唯王四祀

翌日”（《集成》５４１３）
六祀 其卣：“乙亥……在六月，唯王

六祀翌日”（《集成》５４１４）
小臣艅犀尊：“丁巳……唯王十祀又

五，彡（肜）日。”（《集成》５９９０）

上述商代晚期甲骨金文记述时间的方式一般

比较完整的是“干支＋月份＋某王某年＋祀季名”
或“干支＋月份＋祀季名＋某王某年”。从上面殷
商甲骨文和金文来看，商代晚期已经出现了一些用
“祀”来纪年的文字记述方式。上面商甲骨金文引
文中“彡”、“彡日”、“肜日”、“翌日”、“ 日”是五种
周祭方式中的祀名，甲骨文见于出组（第二期）和黄
组（第五期）之中，金文见于晚商时期，用这五种祭
祀方式把商代先王祭祀一周约在３６到３７旬之间，
约有３６０～３７０天③，便出现了用“祀”来表示一年
的纪年法。
晚商殷墟卜辞和金文中在占卜和记事之后记

月、祀季、祀来标识时间概念，这种情况反映了晚商
人们对所记载事件有了比较强烈的时间意识，为后
来西周金文记述家国事件时经常加上年、月、月相、
干支日等时间要素开了先河。虽然这是史书中重要
的一个要素，但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的，甲骨文、金
文和《尚书》中的一些篇章，“这都属于官文书性质”④。
不过，过去也有学者夸大了这种“官文书”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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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如刘节先生曾说：“殷墟卜辞所记简单确实，三
个要素（笔者按：指历史三要素时、地、人）都包括在
里面，不只是包含三个要素，而且形式与《春秋》记
事的例子很相近……这就是中国编年史的雏
形……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的编年史，
殷代的卜辞是直接的渊源”①。我们认为这种说法
是不恰当的。因为殷墟卜辞是商王占卜的记录，商
王身边发生的事情都会记载，不分大小，很像后世
的“起居注”形式，与“编年史”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把商代有年月日记载的甲骨金文与先秦编年类史

书《春秋》和古本《竹书纪年》等作比较，从形式上
看，的确历史“三要素”差不多是相似的，但实质上
仍有很大的不同。不同主要表现在“事件”的选择
上：《春秋》类编年体史书所记载的“事件”为政治、
军事等方面的大事；而殷墟卜辞是商王身边的大小
事几乎一律入载；殷卜辞中那种贞旬、商王出行、游
猎之类，如无特殊原因，一般是不可能进入《春秋》
类编年体史书之中的。按《春秋》“常事不书”的书
法，只有那种商末黄组中“正（征）人方”、“正（征）盂
方”等才可能入选后世的编年体史书中。虽然甲骨
文是重要的研究商代历史的原始史料，但说它是
“中国编年史的雏形”还是不恰当的。

２．西周时记事系周王之年的金文
（１）西周早期
西周早期的金文记时方式还是用商晚期之法，

一般把月份和干支放在篇首，记年的语词放在篇
末。虽然“年”字已经出现了，但还是较少，记年语
词还是多用“祀”。而且一般铭文是不用记年语词
的，据我们统计，在大量西周早期的金文中，只有七
次使用。

何尊：“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在四
月丙戌……唯王五祀”（《集成》６０１４）
公簋：“唯王廿又八祀”（《考古》

２００７年第３期图版３．５）
王七祀壶盖：“王七祀，王铸”（《集

成》９５５１）
作册睘卣：“唯十又九年，王才（在）

”（《集成》５４０７）
大盂鼎：“唯九月，王才（在）宗周……

唯王廿又三祀”（《集成》２８３７）
小盂鼎：“唯八月既望辰在甲申……

唯王廿又五祀”（《集成》２８３９）
作册旂尊：“隹（唯）五月，王才（在）

。戊子，令（命）乍（作）册旂兄（贶）聖②

土于相侯……唯王十又九祀”③（《集成》

６００２）

从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中记“年”或“祀”用语较少
且置于铭文之尾的情况看，这时记“年”或“祀”的作
用不是很重要的，可能只是一种附记的性质。

（２）西周中期
青铜器铭文中记载时间用语在西周中期就越

来越频繁了，表示时间概念的用语“年”、“月”和干
支“日”也已俱全。不过在西周中期有时还有商末
周初时记年用“祀”且放在文末的情况，如《集成》

９８９８吴方彝盖与《集成》６５１６趩觯中都有“唯王二
祀”，恭王时期的五祀卫鼎有“唯正月初吉庚戌……
唯王五祀”（《集成》２８３２），懿王时期太师虘簋有“正
月既望甲午……唯十又二年”（《集成》４２５１）的记
述。但绝大多数记载时间用语已经是放在句首了，
且以“年＋月＋月相用语＋干支”的方式表示。

吴方彝盖：“唯二月初吉丁亥，王才
（在）周成大室……唯王二祀。”（《集成》

９８９８）
趩觶：“唯三月初吉乙卯，王才（在）

周……唯王二祀。”（《集成》６５１６）
齐生鲁方彝盖：“唯八年十又二月初

吉丁亥，齐生鲁肇贮（贾），休多赢。”（《集
成》９８９６）
庚嬴鼎：“唯廿又二年四月既望己酉，

王客（格）琱（周）宫，衣（卒④）事。”（《集
成》２７４８）

倗伯爯簋：“唯廿又三年初吉戊戌，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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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蔑倗白（伯）爯历。”（《集成》２７４８）

据笔者统计，西周中期具有记时用语的青铜器铭文
有３７例，年、月、干支日俱全的有３３例，年、月、月
相、干支日俱全的有３２例。
西周青铜器铭文多数是当时贵族阶层记述自

己因某事受到周王、诸侯或权臣的赏赐嘉奖的。他
们记述自己亲历的大事时，往往要明确地把年月日
和月相记载在前面，表明这时人们对时间概念的重
视，初步感觉到了时间在历史长河纵向坐标中的重
要意义。

（３）西周晚期
西周晚期青铜器铭文与西周中期一样，一般都

是把表示时间概念的用语放在句首，以“年＋月＋
月相用语＋干支”的方式表示，只有个别没有干支
日或没有记载月相。

散季簋：“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散
季肇乍（作）朕王母叔姜宝 （簋）。”（《集
成》４１２６）
无 簋：“唯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

王征南尸（夷），王易（赐）无 马四匹。
（《集成》４２２５～４２２６）
成钟：“唯十又六年九月丁亥，王才

（在）周康 宫，王亲易（赐）成此钟。”
（《新收》１４６１）
克镈：“唯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王

才（在）周康剌宫。”（《集成》２０９）
从鼎：“唯三十又二年三月初吉壬

辰，王才（在）周康宫 大室。”（《集成》

２８１８，簋盖同）

据笔者统计，西周晚期具有记年用语的青铜器
铭文有５１例，年、月、干支日俱全的有４２例，年、
月、月相、干支日俱全的有３７例。

这些记年月日的青铜器铭文中只有记年没有

其他月、月相、干支日，而且是用“祀”来记载的反而
是周厉王两件铜器：五祀 钟记述有“……唯王五
祀”（《集成》３５８）； 簋“……唯王十又二祀”（《集
成》４３１７）。周厉王的这种记述时间的方式，只在商
末和周初出现，西周中期以后就越来越少见了，这
说明周厉王所做之器有复古倾向。
这种在篇首记载年月等时间因素的情况在传

世周代文献中也时有所见。如：《尚书·洪范》：“惟
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逸周书·作雒》：“元年夏
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
大震溃。”
从这些情况可见，西周记述事件时体现时间概

念的意识是大大加强了。时间概念是体现历史坐
标的首要因素，尽管这时还没有何王何朝的记载，
但大多数青铜器铭文中年、月、月相、干支日俱全的
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在记述历史事件时要努力体现
时间概念的历史意识已经产生了。
另外，我们从前面金文的举例以及后面的附表

一和附表二还可看到，在记载某周王年、月、月相及
其干支日之后，常常还记述周王在何处活动的情
况，如无 簋“唯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王征南尸
（夷）”， 从鼎“唯三十又二年三月初吉壬辰，王才
（在）周康宫 大室”，师酉簋“王元年正月，王才
（在）吴”①。这些现象就像隋唐之后皇帝的“起居
注”一样，把周王的起居活动情况记述得比较清楚。
这表明从西周开始，人们就对周王的起居活动比较
关注。这也就可以明白，春秋时期《春秋》类编年体
史书是以君主为主进行记述的②，但这种史书体裁
之所以产生，并不是偶然的。从西周金文的内容
看，西周时期人们（特别是史官）关注历史时间和历
史事件的历史意识在以君王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实

践中已经酝酿成熟了，这在西周历史大事系“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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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一现象在商末金文中已有所见，戍嗣子鼎：“丙午，王商（赏）戍嗣子贝廿朋……唯王 大室，才（在）九月，犬
鱼。”（《集成》２７０８）此条既有“丙午”、“九月”等时间语词，也有“王 大室”的大事记载。

刘知几《史通·二体》云：“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
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
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
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见刘知几撰、赵吕
甫校注：《史通新校注》，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６４页）刘知几所说编年体史书的优缺点是比较中肯的。
编年体史书的特点都是围绕着君主或帝王而选择的军国大事，除此之外的重要人物和事件都进入不了其视野和
范围，则是这种史学体裁的一大缺点。



金文资料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西周金文所见大事系“年”
现象的史学意义

记载历史大事系“年”的现象在西周金文和文献已
多有使用了。其中绝大多数用“大事＋之年”或“大
事＋年”形式，也有用“遘于”或“会”的形式把金文
中所记具体事件与当年周王朝发生的某件大事相

呼应来标记某年。

１．西周金文“大事＋之年”的记年形式

麦方尊：“作册麦易（赐）金于辟侯，麦
扬，用乍（作）宝尊彝，用 侯逆 （造），進
（将）明令，唯天子休于麦辟侯之年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铸。”

（《集成》６０１５，西周早期）
中方鼎：“唯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

王令中先眚（省）南或（国）串（贯）行，埶
（艺）王 （位）。才（在）夒 真山，中乎
（呼）归（馈）生凤于王，埶于宝彝。”（《集
成》２７５１，２７５２同，西周早期）
鼓 簋：“□肈贮，眔子鼓 铸旅簋。

唯巢来迮
獉獉獉獉

，王令东宫追以六
獉獉獉獉獉獉獉

（师
獉
）之年
獉獉

。”
（《集成》４０４７，西周早期后段）
甗：“唯十又一月王令南宫伐虎方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之年
獉獉

，王令中先眚（省）南或（国）毌（贯）
行，埶（艺）王 。”（《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第６５页图２，西周早期后段）
爰尊：“唯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爰从

獉獉
师雍父戍于
獉獉獉獉獉

（师
獉
）之年
獉獉

，爰櫗（蔑）历，
中（仲）竞父易（赐）赤金。爰拜稽首，对扬
竞父休。”（《集成》６００８，西周中期前段）
小克鼎：“唯王二十又三年九月，王在

宗周，王命善
獉獉獉

（膳
獉
）夫克舍令于成周
獉獉獉獉獉獉獉

、遹正八
獉獉獉（师

獉
）之年
獉獉

，克乍（作）朕皇且（祖）釐季宝
尊彝。”（《集成》２７９６～２８０２，西周晚期）

２．西周金文“大事＋年”的记年形式

厚趠方鼎：“唯王各
獉獉

（格
獉
）于成周年
獉獉獉獉

，厚
趠又（有） （馈）于 公。”（《集成》２７３０，
西周早期）

小臣传簋：“唯五月既望甲子，王才
（在） （方）京，令师田父殷成周年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师田

父令小臣传非余，传□朕考 ，師田父令
余 □官。”（《集成》４２０６，西周早期）

士上尊：“唯王大龠
獉獉獉獉

（禴
獉
）于宗周
獉獉獉

、延
獉

（誕
獉
） 京年

獉獉
，才（在）五月既望辛酉，王

令士上眔（暨）史黄 （殷）于成周。”（《集
成》５９９９，西周早期①）

作册 卣：“唯明保殷成周年
獉獉獉獉獉獉獉

，公易
（赐）乍（作）册 鬯、贝。”（《集成》５４００，

西周早期后段）

旅鼎：“唯公大
獉獉獉

（太
獉
）保来伐反
獉獉獉獉

（叛
獉
）尸
獉

（夷
獉
）年
獉
，才（在）十又一庚申，公才（在）盩

（师）。”（集成２７２８，西周早期后段）

上述这两类“大事＋之年”或“大事＋年”的纪
年方式，皆是在记述一件大事之后附加上一个“年”

或“之年”，表示一个特定的年份里发生了某一件大
事。从语法关系看，“之年”或“年”前面本为一个完
整的句子，这时只作为一个主谓句去作它的定语成
分。如：中方鼎铭“唯王令南宫伐反虎方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之年”中的

“唯王令南宫伐反虎方”本是一个主谓宾俱全的完
整句子，但后面附上“之年”后，就变成了修饰“年”

的定语成分。旅鼎铭“惟公大
獉獉獉

（太
獉
）保来伐反
獉獉獉獉

（叛
獉
）尸
獉

（夷
獉
）年”中“唯公大（太）保来伐反（叛）尸（夷）”本是
一个完整的句子，但后附一个“年”字，便变成了修
饰“年”的定语成分。王国维曾说：“云‘国差立事
岁’者，纪其年也。古人多以事纪年，如南宫方鼎云
‘惟王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克鼎云‘王命克舍命
于成周遹正八 之年’，皆是。”②可见王国维已经
认识到这种“岁”或“之年”是用来纪年的，但他可能
是限于跋文的体例，并未就这种现象进一步分析其
历史意义。

西周金文中这种大事系“年”的铭文内容，有的
与系年之大事有密切的关联；有的只有一定的关
联，但更重要的目的在于说明铭文内容发生的时间
和背景；有的二者之间则关联不大，只是通过大事
系“年”把铭文所记内容的时间充分彰显。上面引
述的铭文内容与所记大事系“年”有关联的有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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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士上卣、士上盉铭文与士上尊同，士上卣铭文见《集成》５４２１～５４２２，士上盉铭文见《集成》９４５４。
王国维：《齐国差 跋》，见《观堂集林》，第３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８９７页。



尊、中方鼎、小克鼎、小臣传簋、爰尊等；二者之间虽
然有一定关联但只是一种旁涉关系的有士上尊、作
册 卣、 甗、旅鼎等；至于鼓 簋所说“□肈贮，眔
子鼓 铸旅簋。唯巢来迮，王令东宫追以六 （师）
之年”、厚趠方鼎“唯王各（格）于成周年，厚趠又
（有） （馈）于 公”，铭文的内容与大事系“年”的
语词之间没有多少联系，是用大事系“年”给铭文内
容一个更加明确的年代。鼓 簋“□肈贮，眔子鼓
铸旅簋”乃铭文的内容，“唯巢来迮，王令东宫追
以六 （师）之年”与此簋的内容无关，只是说明一
个铸造此簋的确切年代。后者这种大事系“年”旨
在表示一定时间概念却与铭文内容无关的现象，更
值得我们重视：这正好反映了西周时代的人们已经
具有了很明确的关心大事件与年代的历史意识。
不仅周代金文，在记述商周历史的其他先秦古

文献中也有不少以大事系年的情况。

既克商
獉獉獉
二年，王有疾，弗豫。

周公居东
獉獉獉獉

二年，则罪人斯得。（《尚书·
金縢》）

“既克商”、“周公居东”都是周初的大事，是可
以用来表示重要年代的明确标志。在其后加上“二
年”的年限，就可表示一个十分重要的时间观念。
即使在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均有史官来写《春秋》类
史书而纪年比较完整准确的春秋时代，这种大事记
年的方式仍被使用，不过多用“岁”来替代“年”字。
请看《左传》的用例：

襄公九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
獉獉獉獉

之岁
獉獉

，寡君以生。’”
襄公二十五年：“传会于夷仪之岁

獉獉獉獉獉獉獉
，齐

人城郏。其五月，秦晋为成。”
襄公二十六年：“齐人城郏之岁

獉獉獉獉獉獉
，其

夏，齐乌余以廪丘奔晋。”
襄公三十年：“师旷曰：‘鲁叔仲惠伯

獉獉獉獉獉
会郄成子于承匡之岁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也。……’”
昭公七年：“晋韩宣子为政

獉獉獉獉獉獉
、聘于诸侯
獉獉獉獉

之岁
獉獉

，婤姶生子，名之曰元。”
昭公七年：“铸刑书之岁

獉獉獉獉獉
二月，或梦伯

有介而行。……齐燕平之月
獉獉獉獉獉

，壬寅，公孙
段卒。”
昭公十一年：“景王问于苌弘曰：‘今

兹诸侯，何实吉？何实凶？’对曰：‘蔡凶。
此蔡侯般弑其君之岁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也，岁在豕韦。弗过
此矣！”

在春秋时期的金文中也有这种记述历史大事

而系“岁”的现象：

国佐 ：“国差
獉獉

（佐
獉
）立
獉
（莅
獉
）事岁
獉獉

，咸月
丁亥，攻（工）帀（师）何铸西墉宝 四秉。”
（《集成》１０３６１，春秋中期）
公子土斧壶：“公孙灶立

獉獉獉獉
（莅
獉
）事岁
獉獉

，饭
耆月，公子土斧乍（作）子中（仲）姜 之般
（盘）壶。”（《集成》９７０９，春秋晚期）

上列《左传》中加点的语词是以大事记年的例
句。“会于沙随”、“传会于夷仪”、“齐人城郏”、“鲁
叔仲惠伯会郄成子于承匡”等都应是春秋时期一些
大事，所以都被用来作为记年的标志。因此《左传》
襄公九年杜预注“会于沙随之岁”曰“沙随在成十六
年”，亦即在鲁成公十六年（前５７５）；杜注《左传》昭
公七年“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云“在二
年”，意即此事发生在鲁昭公二年（前５４０）。同时，
我们还可看到，古文献中还有以大事记月的现象，
如上引《左传》昭公七年“齐燕平之月”。
与前面所引西周金文用例不同的是，春秋时金

文记载历史大事系年，都是在某一件大事后附以
“之岁”或“岁”，这实际上表示春秋战国时的人们已
经观察到岁星（木星，西方称为Ｊｕｐｉｔｅｒ）接近１２年
在天空视运行一周的规律①，所以“岁”便被用来作
为纪年的名词。春秋时以“岁”代“年”的便在有的
国家出现了，战国时就产生了大事系年不用“年”而
用“岁”的现象，有历史大事系“之岁”的形式来记
年，也有像楚国、齐国用某权臣“立（莅）事岁”的形
式来记年。李零曾分析楚国竹简中这种“以事记
年”之习，说：“这种记年之事不会正好发生在岁首，
而是该年的一种代表性事件。”②这是对的。这种
“以事记年”的形式，大概反映了战国这样一个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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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木星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为４３３２．５８９天，约合１１．８６年，接近于１２年在星空运行一周。古人又把星空黄道的星宿
划分为十二次，岁星前进一次为一年，因此岁星便被用来纪年。
李零：《中国方术正考》，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２１页。



时代的特点，各个诸侯国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周
王”名存实亡，不便以周王室历法来纪年，以各诸侯
王来纪年也缺乏统一性，不如以历史大事来纪年以
明确标识某事发生的年份，这样会使人记忆犹新。
西周金文中这种在某件军国大事后面系年的

方法，与古希腊列斯波斯人赫拉尼库斯（Ｈｅｌｌａｎｉ－
ｃｕｓ，约前４８０—前４００）使用城邦主要执政官员和
大祭司以及体育比赛冠军的名字纪年方法一样①，
对历史学来说有着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
事实上，在某个重大事件后缀“年”、“之年”或

“岁”、“之岁”，也许比那种不知何王的某年某月某
日的记载更有年代学意义，也更能凸现历史价值。
这种记年形式即使在近现代也时有使用：比如“鸦
片战争年”、“辛亥革命年”、“抗日战争爆发年”、“文
化革命十年”等，比具体某年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
象，勾起久远的记忆。在此基础上，只要加上年季
月日的具体时间因素，编年体史著便会产生。

３．其他用来记年的表示法及其历史意义
西周金文中还有其他用来表示记年的方法，这

就是“具体事件＋遘于＋其年大事”或者“具体事件

＋会＋其年大事”的形式。

保尊：“乙卯，王令保及殷东或（国）五
侯， （诞）兄（贶）六品，蔑历于保，易（赐）
宾，用乍（作）父癸宗宝尊彝，遘于

獉獉
四方

（会）王大祀， （侑）于周，才（在）二月既
望。”（《集成》６００３，西周早期）
公簋：“ 公作郪（妻）姚 （簋），遘

獉
于
獉
王令（命）昜（唐）白（伯）侯于晋，唯王廿
又八祀。 。”（《考古》２００７年第３期图
版３．５，西周早期）

麦方尊：“王令辟井（邢侯）出坏（坯）
侯于井（邢），雩若二月侯见于宗周，亡尤，
迨
獉
（会
獉
）王寝 京， 祀；雩若翌日，才（在）

璧（辟）雍，王乘于舟，为大礼。（《集成》

６０１５，西周早期）

上述记事方式，是表示作器者自己做成某器及原
因，或者是自己经历某件大事，然后用“遘于”或
“ ”（会）与当时周王朝所发生的一件或两件大事
相联系②。如作于周初成王时的保尊以及保卣
（《集成》５４１５）铭文，记述了周王命保去殷见东国五
个侯国，并且贶赐东方五个诸侯“六品”礼物。王因
此对保“蔑历”嘉奖，还把诸侯所贡献的物品赐给了
保③。铭文后面特意用“遘于”记述了这件事发生
的一个特定的时间：“四方 （会）王大祀， （侑）于
周”。陈梦家曾指出这种方式是晚商的记时形式：
“‘遘于’至铭末，为以事记时，和晚殷的刻辞相同”，
不同的是，“依殷制，月名通常在‘遘于’之前，此则
在后”④。还应指出的是，这种用“遘于”来记时的
形式，前面都是与作器者本人有关的一件事，是比
较具体的个人事务，后面则是与朝廷国家相关的一
件大事，把个人事务与军国大事联系在一起更容易
引起自己和他人对发生时间的回忆，表明这件大事
是用来记年的。
上引 公簋与麦方尊铭文也具有这样的作用。
公簋所述“ 公作郪（妻）姚簋”是涉及个人的小
事，作器主人 为其妻姚氏作了一件铜器，时间是
周成王二十八年⑤，故铭文后记为“唯王廿又八
祀”。但作器者 公还是觉得不足以完全说明其器
制成的时间特征，而这一年确实有一件重大政治事
件发生，即周成王封唐伯（叔虞）于晋，便记载说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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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５页。
这种用“遘于”来与当时一件历史大事相联系来记载的现象在殷商就出现了，例如：二祀 其卣：“丙辰，王令 其
兄（贶） 于夆田 （沟），宾贝五朋。才（在）正月，遘于妣丙彡日大乙奭。唯王二祀，既于上下帝。”（《集成》５４１２，商
代晚期）肆 簋：“戊辰，弜师易（赐）肆 户囊贝，用乍（作）父乙宝彝。在十月一，唯王廿祀 日，遘于匕（妣）戊、武
乙奭，彘一，幸旅。”（《集成》４１４４，商代晚期）四祀 其卣：“乙巳王口（曰）：尊文武帝乙俎，在召大廰，遘乙翌日。
……在四月，唯王四祀翌日。”（《集成》５４１３，商代晚期）父丁鼎：“乙□□□□金贝，□用乍（作）父丁彝，在六月，遘
于日癸□日烝。”（《三代》３．２９．２，商代晚期）不过商代这种用“遘于”所连接的是商代祭祀父母祖妣的彡日、 日等
祀季，与西周以来用“遘”、“遘于”连接的王朝大事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陈梦家认为：“金文‘易’‘宾’虽皆为赠赏物品，但在用法上有别：‘易’为自上赏赐于下，‘宾’为侯伯奉敬于天子的
使者。”（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第８页）此说可信。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第８页。
朱凤瀚：《 公簋与唐伯侯于晋》，《考古》，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器做成“遘于王令（命）昜（唐）白（伯）侯于晋”。而
“遘于”之后的记述是一件涉及周王朝的军国政治
大事，更易于为人们所熟悉，其标记时间作用十分
明显而且重要，这样一来就把时间背景完全凸显出
来。大概在作器主人看来，此器以及做成的时间在
历史长河里也许无足轻重，不足挂齿，但把此器的
做成时间依附于唐叔虞封于晋这一大事的年代，人
们会很容易地记住这一件作器的时间。同样，麦方
尊铭中“王令辟井（邢侯）出坏（坯）侯于井（邢），雩
若二月侯见于宗周，亡尤”也是一件具体事务，大概
在当时不为一般人所了解；而后面用“ （会）”所涉
及的“王寝 （旁）京，肜祀；雩若翌日，才（在）璧
（辟）雍，王乘于舟，为大礼”，则是周王亲自主持的
一件国之大典大礼，朝廷大臣皆知，适合作为此年
的标志性事件，更具有纪年的历史意义。
由上可见，铭文内容与表示纪年意义的大事系

“年”之间有的有内在关联，有的则关联不大。但标
记时间作用的大事系“年”的历史意义尤其应引起
我们注意。它充分反映了从西周时期起人们已经
具有一种比较强烈的历史意识。其中，历史大事和
相应的年岁正是编年体史书的两大要素。

三、西周金文大事系年法与“春秋”类
编年体史书的关系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专门性史书，体裁被称为“编
年体”，实际上是一种以鲁国国君世系排列的、以年
月时日为线索的历史“大事记”。杜预《春秋序》云：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
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
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
以为所记之名也。”①这就是说《春秋》一类编年体
史书的特点，是把“记事”和日月时年等“记时”因素
相结合，“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
年”，形成了一种《春秋》类编年体史书。以《春秋》
经隐公元年为例就可以看出这一特点：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

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春秋》隐公元年这些记述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时间语词，二是重大事件②。从时间语词来
看，都有春夏秋冬四季及月份的记载，但没有干支
日期的记载。从大事来看，有“公及邾仪父盟于
蔑”、“郑伯克段于鄢”、“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
之赗”、“及宋人盟于宿”、“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等。这些都是鲁隐公元年这一年发生在鲁国的大
事。“王正月”后没有系事件，应是这一月没有大事
可记而空缺。
比较起来，本文第一节西周中晚期金文中记载

年、月、干支日的现象，如裘卫簋“唯廿又七年三月
獉獉獉獉獉獉獉

既生霸戊戌
獉獉獉獉獉

”（《集成》４２５６）、裘卫盉“唯三年三月既
獉獉獉獉獉獉

生霸壬寅
獉獉獉獉

”（《集成》９４５６），第二节西周金文和古文
献“大事＋之年（或“年”）”之中的大事件，如中方鼎
“唯王令南宫伐反虎方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之年”（《集成》２７５１，２７５２）、
鼓 簋“唯巢来迮

獉獉獉
、王令东宫追以六
獉獉獉獉獉獉獉

（师
獉
）之年”

（《集成》４０４７），以及用“遘于”或“会”提及的周王朝
发生的某件大事，如保尊：“乙卯，王令保及殷东或
（国）五侯， （诞）兄（贶）六品，蔑历于保，易（赐）
宾，用乍（作）父癸宗宝尊彝，遘于

獉獉
四方 （会）王大

祀， （侑）于周，才（在）二月既望”（《集成》６００３），
与《春秋》中记事的方式相同。
如果把以上记有年、月、干支日的时间用语和

下面大事系年中去掉“之年”或“年”字的那些大事
件排列在一起，可以发现在西周金文中已经出现了
与《春秋》基本一致的记述方式，请看：

小臣传簋：“唯五月既望甲子，王才
（在） （方）京，令師田父殷成周

獉獉獉獉獉獉獉
年，师田

父令小臣传非余（緋 ）”（《集成》４２０６，
西周早期）
甗：“唯十又一月

獉獉獉獉獉
，王令南宫伐虎方
獉獉獉獉獉獉獉

之年，［唯］正月既死霸庚申，王才（在）宗

９２１王晖 论西周金文记时语词及大事系“年”的史学意义

①
②

阮元校勘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７０３页。
在古本《竹书纪年》中，也往往是以历史大事加上王侯之年的方式来记述。如：《初学记》卷七《地部下》：“《纪年》
曰：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太平御览》卷二《天部》：“《汲冢纪年书》曰：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不
过与《春秋》不同的是，古本《竹书纪年》从夏商到战国魏襄王时，都是只有王君之“年”，而无时、月、日的记载。



周。”（《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第６５页图

２，西周早期后段）
爰尊：“唯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爰从
獉獉

师雍父戍于
獉獉獉獉獉

（师
獉
）之年，爰蔑历，中

（仲）竞父易（赐）赤金。”（《集成》６００８，西
周中期前段）
小克鼎：“唯王二十又三年九月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王在
獉獉

宗周
獉獉

，王命善
獉獉獉

（膳
獉
）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师

獉
）之年，克乍（作）朕皇且（祖）厘季宝

宗彝。”（《集成》２７９６～２８０２，西周晚期）

可见，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有记年记月甚至有记
日及月相的时间语词，加上大事系年的方式，与《春
秋》编年体的历史记载方式没有本质的区别。在西
周早期成王时的 公簋铭中，把后面的记年语词
“唯王廿又八祀”放在前面，再加上“遘于”之后这一
年的大事“王令（命）昜（唐）白（伯）侯于晋”，正是
《春秋》编年体记载方式；而西周晚期小克鼎铭文中
的“唯王二十又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命善（膳）夫
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 （师）之年”，只要把“之年”
删去，不就正像《春秋》述史笔法吗？至于西周早期
到中期之间的小臣传簋铭中“唯五月既望甲子，王
才（在） （方）京，令師田父殷成周年”、 甗铭中
“唯十又一月，王令南宮伐虎方之年”、爰尊铭中“唯
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爰从师雍父戍于 （师）之
年”，虽然没有记年语词，但所记大事之后有“年”或
“之年”，也就等于有年岁的记载，因此这些记载也
与《春秋》史体的记述方式相一致。
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纷纷编著春秋类

的史书，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它的两大要素———
时间语词和大事记———早在西周时期就酝酿成熟
了。只要王室或公室安排史官记事，便会有古本
《竹书纪年》、鲁《春秋》和《左传》类的史书出现。
从古文献和西周金文资料看，西周晚期已经把

表示年月日时间的语词和军国大事结合在一起来

记录历史了，但并未形成有体系的史书。
章太炎曾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起共和

元年，自尔至于鲁隐元年，凡一百十九年。史公但
书某公卒，某公生，未尝著一事，其有纪事可知其国
已有《春秋》矣。晋穆公以条之役生太子，命之曰
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左传》不记
其年，而《十二诸侯年表》明著之，盖列国之有《春

秋》，晋为最早，而秦、郑次之（《秦本纪》文公十三年
初有史以记事），宋在其后，齐、鲁更后。”①晋穆公
因条之役失败而给太子取名为“仇”，即后来的晋文
侯；因千亩之战胜利而给太子之弟取名为“成师”，
即后来的“桓叔”。此事见于《左传》桓公二年。但
从《左传》的记载看，记述年、时、月、日和历史大事
早在《春秋》隐公元年（前７２２）之前就开始了。

《左传》桓公二年说：“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
故封桓叔于曲沃。……惠之三十年，晋潘父弒昭侯
而立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
沃庄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昭侯”是
晋文侯之子，“孝侯”是晋昭侯之子，“鄂侯”是晋孝
侯之子。“惠之二十四年”是指鲁惠公二十四年，此
年为公元前７４５年，晋文侯卒，其子昭侯即位，便把
曲沃封给桓叔成师为封邑。“惠之三十年”是指鲁
惠公三十年，前７３９年，此年晋昭侯被杀，晋孝侯
立；“惠之四十五年”为前７２４年，晋孝侯被杀，晋鄂
侯立。鲁惠公二十四年、鲁惠公三十年、鲁惠公四
十五年皆在鲁隐公元年之前，但和晋国发生的大事
对应得如此清楚准确，应是当时有史书记载才有这
种可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春秋诸侯“世
家”把共和元年之后周王室和鲁、齐、晋、秦、楚、宋、
卫、陈、蔡、曹、燕国等各诸侯在位之年记载得很清
楚，然所记诸侯列国的历史大事和鲁隐公元年之后
相比较少。其中晋国所记大事最多，共有九件。除
晋穆侯四年（前８０８）“取齐女为夫人”、七年（前

８０５）“以伐条生太子仇”、十年（前８０２）“以千亩战，
生仇弟成师”、二十七年（前７８５）“穆侯卒，弟殇叔
自立，太子仇出”、晋殇叔四年（前７８１）“仇攻杀殇
叔，立为文侯”，还有上引《左传》桓公二年所说从鲁
惠公二十四年到四十五年在晋国发生的几件大事。

其他较多则为周王室和秦、郑、卫：周王室在这之间
发生的大事包括“共和行政”共有六件，秦国发生的
大事有六件，郑国有五件，卫国有三件，其余鲁国一
件，宋国一件，陈国一件，也说明其他侯伯之国从共
和之后已有简略的历史记载了。章太炎所论“列国
之有《春秋》，晋为最早，而秦、郑次之，宋在其后，

齐、鲁更后”，于此便可看到根据了。

从上可见，章太炎所说“盖列国之有《春秋》，晋
为最早”是有道理的。晋国记述历史的传统可以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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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章太炎：《〈春秋〉三传之起源及其得失》，见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第１５１页。



溯到西周后期，不仅上述《左传》所记晋国穆侯、殇
叔的大事是在共和之后、春秋之前，同时西周末以
来专记晋国历史的古本《竹书纪年》也是以晋“殇
叔”作为晋侯之首开始的，晋殇叔元年是公元前

７８４年，也是在春秋之前；而且西周晚期晋侯稣钟
铭文也有这样的记载：

隹（唯）卅又三年
獉獉獉獉

，王寴（亲）遹省东或
（国）、南或（国）。正月既生霸戊午

獉獉獉獉獉獉獉
，王步

自宗周。二月既望癸卯
獉獉獉獉獉獉

，王入各（格）成
周。二月既死霸壬寅

獉獉獉獉獉獉獉
，王 （溃）往东。三

獉
月方死霸
獉獉獉獉

，王至于 ①（氾），分行。

王寴（亲）令晋侯稣：率乃 （师）左洀
（和）②北洀□伐夙夷。晋侯稣折首百
又廿，执讯廿又三夫。

王至于 城，王寴（亲）远省 （师）。

王至晋侯稣 （师），王降自车，立，南卿
（向），寴（亲）令晋侯稣自西北遇（隅）敦伐
城。晋侯率厥亚旅、小子、秩人先陷入，
折首百，执讯十又一夫，王至，淖淖列列夷
出奔。王令晋侯稣率大室、小臣、车仆从，
逋逐之，晋侯折首百又一十，执讯廿夫；大
室、小臣、车仆折首百又五十，执讯六十
夫。王隹（唯）反（返），归在成周。
六月初吉戊寅
獉獉獉獉獉獉

，旦，王各大室，即立
（位），王乎（呼）善（膳）夫曰：召晋侯稣，入
门立中廷，王寴（亲）易（赐）驹四匹，稣拜
稽首，受驹以出，反（返）入，拜稽首。丁
亥，旦，王 （御）于邑伐宫。庚寅，旦，王
各（格）大室， （司）工扬父入右（佑）晋侯
稣，王寴侪（赍）晋侯稣鬯一卣、弓、矢百，
马四匹。
稣敢扬天子不（丕）显休，用乍（作）元

龢（和）扬（钖）钟， 降余多福。稣其迈
（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兹钟。③

晋侯稣编钟铭文共有１套１６枚，铭文共达３４２字，

完整地记载晋侯稣率领晋军在周宣王的亲自指挥

下打败夙夷和侵犯 城之戎，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晋侯稣编钟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记载时间语词的高

王年以及五个有月份、“月相”、干支的术语。

隹（唯）卅又三年
獉獉獉獉

，王寴（亲）遹省东或
（国）、南或（国）。
正月既生霸戊午
獉獉獉獉獉獉獉

，王步自宗周。
二月既望癸卯
獉獉獉獉獉獉

，王入各（格）成周。
二月既死霸壬寅
獉獉獉獉獉獉獉

，王 （溃）往东。
三月方死霸
獉獉獉獉獉

，王至于 ，分行。
六月初吉戊寅
獉獉獉獉獉獉

，旦，王各大室，即立
（位）。
丁亥
獉獉

，旦
獉
，王 （御）于邑伐宮。

这件西周晚期的晋侯稣编钟铭文不仅有高王年“卅
又三年”，还有五个基本连贯的记载月份、“月相”④

和干支日的时间语词“正月既生霸戊午”、“二月既
望癸卯”、“二月既死霸壬寅”、“三月方死霸”、“六月
初吉戊寅”、“丁亥”，这对于研究西周历法特别是月
相的作用是有意义的。而且这种把记时与记事语
词充分结合的记述方式正好与编年体史学体裁相

合，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笔者认为，上面所引晋侯稣编钟铭可以分为五

段：第一段总述周王三十三年巡省东国南国以及周
王从一月到三月所至具体地点；第二段叙述周王亲
自命令晋侯稣率军伐夙夷；第三段写周王命令晋侯
稣伐 城；第四段写周王赏赐晋侯稣；第五段写晋
侯稣做编钟扬王之美并颂祖祈福。这五段中除了
最后一段与编年体史学体裁关系不大外，前几种皆
与之有重要关系。
首先，晋侯稣钟铭中头一句“隹（唯）卅又三年，

王寴（亲）遹省东或（国）、南或（国）”正是第一种编
年体方式：记载周王三十三年一件大事。而且这一
句也可以说是晋侯稣钟铭的主题。这与古本《竹书
纪年》中所说“穆王元年，筑祗宫于南郑”及《睡虎地
秦墓竹简·编年记》中“（秦昭王）二年，攻皮氏”的

１３１王晖 论西周金文记时语词及大事系“年”的史学意义

①
②

③
④

此字或读为上“艸”下“串”的字，笔者认为依字形应隶定为“艸”，读为“氾”。
此字读为连词“和”，为笔者新释。“ ”从“获”得声，“获”声母为匣母、铎部，“和”为匣母、歌部，二者为阴入对转，

可以通用。
刘雨、卢岩编著：《近出殷周金文集录》，第１册第３５－５０号，第６０－８７页。
“初吉”有的学者认为是月相，有的学者认为不是月相。如果把“初吉”看作月相，晋侯稣编钟铭的便有五个月相；
如不看作月相，那么此钟中就只有四个月相。



编年体记述形式是基本一致的。
其次，上引晋侯稣钟铭中的大事记及前面月、

月相及干支日，实际上与鲁《春秋》类体例是一致
的。例如：“隹（唯）卅又三年

獉獉獉獉
，王寴（亲）遹省东或

（国）、南或（国）”，“正月既生霸戊午
獉獉獉獉獉獉獉

，王步自宗周”，
“二月既望癸卯
獉獉獉獉獉獉

，王入各（格）成周”，“二月既死霸壬
獉獉獉獉獉獉

寅
獉
，王 （溃）往东”，“三月方死霸

獉獉獉獉獉
，王至于 ，分行。

（中略）王寴（亲）令晋侯稣：率乃 （师）左洀
（和）①北洀□伐夙夷”，“王至于 城，王寴（亲）远
省 （师）。（中略）寴（亲）令晋侯稣自西北遇（隅）
敦伐 城”。《春秋》类编年体史书是以某王或某君
为核心来安排并记载历史大事的。尽管晋侯稣钟
作器主人是晋侯稣，但从晋侯稣钟铭文的头一句
看，这组编钟所记述的核心是周王。这样看来，能
够进入《春秋》类编年体史书的就应该是上面加点
词的时间语词及大事记部分。

再次，除了上面两部分外，其余的内容比较详
细地叙述几场战争参加人员、战争进行情况、战争
胜利及战俘等，这些应是《左传》等编年体史书所使
用的通常体例。
但是也要看到，大概到西周晚期出现的把记载

年月日月相等时间语词和大事记合在一起的编年

类史记方式是有局限性的。晋侯稣钟铭文大概就
像《左传》桓公二年所记鲁惠公年间晋国发生的历
史大事记一样，前后都是不大完整的，还缺乏像《春
秋》那样由史官逐年记载历史大事记的情况。因此
笔者认为这时即使出现了编年体记事方式，也是不
成体系的，还没有出现比较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当
然，对西周晚期把历史大事记和年月月相干支日两
大要素结合起来连续记载历史事件的做法，理当予
以充分的关注，因为春秋编年体史书恰恰萌芽于此。

（责任编辑 蒋重跃 责任校对 蒋重跃 宋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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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字读为连词“和”为笔者新释。“ ”从“蒦”得声，“蒦”声母为匣母、铎部，“和”为匣母、歌部，二者为阴入对转，可
通用。


